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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作本文的用意，是试图向国内外同行和一切关心中国农史研究的人，比较全面地介绍中国农史学科形成和发展的情
况，并从而为思考学科今后的发展提供一些历史资料。但动手以后，才越来越觉得这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虽然中国农
史学科形成不到一百年，但已积累了汗牛充栋的文献资料，恐怕穷毕生的精力也难以遍读。对港台的有关资料，自知掌握
不够全面，所以本文的介绍的范围限定在大陆的有关研究。农业经济史是农业史与经济史交叉的学科，它牵涉的范围很
广，文献量大，为了不致使文章篇幅过大，本文舍弃了这方面的内容。即使是这样，也难免挂一漏万。文章包括回顾和展
望，回顾主要是已有成果的综述，间或有所评点；展望也是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参以已意而已。所有这些综述、评点和申
论，都只是一偏之见。疏漏不妥之处，敬祈读者教正。[1]  

一、 中国农史学科的酝酿和形成 

（一）古代：农史研究的滥觞 

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并具有很强的历史感的民族。中国农业有上万年历史，对农业历史的记述也可以追溯到久远的古
代。古史传说中的"神农氏"、"烈山氏"，就是农业起源和确立的时代的拟人化；《诗经·大雅·生民》也叙述了周族先祖
弃从事农作（即所谓"后稷教稼"）的神话化了的历史。中国古代对农业历史的记述和对农史事物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种情
况：一、在中国古代卷帙浩繁的农书中，从《齐民要术》开始，形成了重视对历史资料的收集和前代农书的征引的传统，
大型的综合性农书，在论述某专题时，往往先罗列前代农书的资料，再介绍当代的新成果；有的农书，历史资料的汇集甚
至成了它的主要内容。如《农政全书》对历史资料的征引就颇具规模，而《授时通考》简直是按一定体系编辑的农业生产
和农业科技历史资料汇编。类书中也往往包含了农史资料汇编，最可观的是陈梦雷主编《古今图书集成》中的有关部分。
二、历代不少经学家曾经对古代经籍中记载的农史名物进行考释，如三国陆玑的《毛诗草木虫鱼疏》，晋郭璞的《尔雅
注》，清程瑶田的《沟洫疆理小记》、《九谷考》和刘宝楠的《释谷》等。三、中国古代有以"食货"系列形式 出现的关于
经济史的系统记述，其中土地制度、农业生产的内容占了很重要地位。不过，食货系列中所涉农史只是经济史记述中的一
部分（尽管是其重要的部分），而不是独立的农业史记述。农书和类书中的资料汇集和那些零散、不成系统的农史事物考
释文字，诚然为以后的农史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但还不能称之为农史学，而只是它的滥觞。 

（二）19世纪末-1949：农史学科的萌芽 

我国科学意义上的农史研究，即以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为指导进行的农史研究，酝酿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20世纪二
三十年代才真正出现。自此至新中国成立前，农史研究仍是自发的、分散的、初步的，农史研究作为一个学科仍然处于萌
芽时期。 

农史研究的出现既与近代农学的形成和发展有关，也和近代史学、尤其是经济史学的形成发展有关。 

中国近代农学是引进的，而不是从传统农学自然发展起来的。鸦片战争以后，尤其是甲午战争失败，洋务运动破产，中国
丝、茶等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受到激烈的竞争和冲击，朝野许多人士痛感改革和振兴农业的必要，纷纷介绍和引进西方的
农业科学技术和工具设施，逐步建立起中国的近代农学。这就产生了一个如何把引进的西方农学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
合，如何正确总结和继承中国传统农业遗产的问题。在引进西方农学方面做出突出成绩的罗振玉，曾研习《齐民要术》、
《农政全书》、《授时通考》等古农书，捜访有关农书古籍，探寻中国经验农学和西方实验农学相通之处。清末民初学者
高润生，为防止引进西方农学时削足适履之弊，提出一个全面整理和继承古代农业遗产的方案，他采用的仍然是"以经义说
农事，以农事证经义"的考据学的方法，但在编纂计划中部分地吸收了现代农业学科分类，并提出了"古农学"的概念；可惜
这个计划没有付诸实施。以上这些只能算是农史研究的酝酿。但从引进西方农学刺激起来的整理传统农业遗产和研究农业
历史的愿望和行动，成为了农史研究的一种动力和一个源头。 

大致与此同时，梁启超倡导"史学革命"，用近代进化史观研究历史，社会经济进入史家的视野。但这时期的新史家还没有
系统考虑经济史问题。直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播，以社会史论战为契机，掀起了中国
经济史研究的第一次高潮，形成了现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学；农业史是它的重要内容。这是农史研究的又一个源头。 

二十世纪的农史研究，大体是以上两个源头交汇以后产生的。农史研究的论著二十年代中期以后逐渐多了起来。至1949
年，农史研究的文章约有百篇，数量虽然不多，但牵涉面相当广，属于农业经济的有土地制度、农业政策、农业生产、农
村组织、农民的身份地位和生活状况等，属于农业科学技术的有土壤、时令、农具、水利、作物、林业、畜牧兽医、渔业
等。与农业有关的著作，土地制度和土地问题方面最多，有万国鼎的《中国田制史》等，其他影响较大的有郑肇经的《中
国水利史》（商务印书馆，1939年）、邓云特的《中国救灾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李士豪的《中国渔业史》（商
务印书馆，1937年）等。 

从有关论著看，研究农史的大致有三种人：一是研究历史、主要是经济史而涉足农业史的，或者是从经济史的角度研究农
业史的。二是研究现代农业科学而追溯历史上农业科技发展的某些情况，或用现代农学知识解释古代农学中某些事物的。
上述两种情况下的农史研究只是附带的。三是立志整理祖国农学遗产（主要是整理农书）的，为系统的农史研究做基础工
作。其杰出代表是万国鼎。万国鼎从1924年任南京金陵大学农经系农业图书部（1932年改组为农业历史研究组）主任起，



开始着手系统收集整理农业历史资料，经过二十几年的努力，分类辑成《中国农史资料》456册，3700多万字。为了提供研
究中国农业史参照，万氏还翻译的格拉斯的《欧美农业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从二十年代末开始，金陵大学、东
南大学等学校的农科开设"中国农业史"课程，规定为农经系的必修课。万氏等人的工作为后来农史学科的形成做了最重要
的准备。不过，从总体看，当时的工作还是自发的、初步的、分散的，农史研究还没有整合成一个独立的学科。农史学科
还处于萌芽时期。 

（三）1949-1978：农史学科的形成 

这一时期，农史研究党和政府的领导和关怀下，以整理祖国农业遗产为重点有计划地开展，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成果，农
史研究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继承和发扬祖国的农业遗产。1955年4月，农业部农业宣传总局邀请有关
专家在北京召开"整理农业遗产座谈会"，对这一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吹响了农史研究的进军号。同年7月，经有关部门批
准，在南京农学院（即现在的南京农业大学）农史组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由中国农科院和南京农学院的
双重领导，万国鼎、陈恒力主持工作。该室是我国第一个农史研究的专业机构，成为新中国农史研究的重镇。该室还创办
了我国农史学科最早的学术刊物《农业遗产研究集刊》和《农史研究集刊》，至文革爆发前各出版了两辑。早在1952年，
西北农学院就根据辛树帜的倡议成立了古农学研究小组，1956年改为古农学研究室，由石声汉任主任，成为我国农史研究
的另一重镇。北京农业大学等院校也配备了相应的研究力量。浙江农业大学和浙江农科院60年代也成立了农业遗产研究
室，出版《浙江农史研究集刊》。这样，初步形成了农史研究的专业队伍，并团结了一批业余农史研究者。中国农史研究
从此进入了有组织有领导进行的新阶段。这也是中国农史研究成为独立学科的最重要标志之一。 

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建立后，在万国鼎的领导下开展了规模宏大的资料搜集工作。从1956年到1959年先后赴全国从40多个
大城市、查访一百多个公私藏书单位，从4000多部笔记杂考中收集了1540万字的资料，整理为《中国农史资料续编》157
册，连同前在金陵大学辑成的456册，共计613册，计4200多万字。1959年以后，又从全国8000多部方志中搜集摘抄了3600
多万字的农史资料，辑成《方志综合资料》120册，《方志分类资料》120册，《地方志物产》449册，共计689册。这些资
料的内容不但包括广义农业生产的各个部门及有关科学技术，还包括农副产品加工、仓储、漕运、农产品运销、农政、农
村组织、人民生活、人口与土地、垦荒、农田水利等广泛的方面。在此基础上，该室编辑出版了大型农史资料丛书《中国
农学遗产选集》（中华书局出版），文革以前已出版了《稻（上编）》、《麦（上编）》、《粮食作物（上编）》、《棉
（上编）》、《麻类作物（上编）》、《豆类（上编）》、《油料作物（上编）》、《柑桔（上编）》等8个专辑，一百多
万字。在华南农学院，梁家勉1955年夏开始在该校图书馆中开辟"中国古代农业文献专藏"，从事农业历史文献的征访、选
购、典藏、保护、整理等工作；到1987年梁氏退休时，"特藏室"藏书已由最初的7册增至6万余册。此外，北京农业大学王
毓瑚也编辑了《中国畜牧史资料》（科学出版社，1958年）。 

农谚和农书同为中国农学遗产中的瑰宝。农谚的收集整理也可以追溯到30年代，其中费心洁的《中国农谚》（中华书局，
1937年）较有代表性。1958年，农业部组织大规模的农谚收集工作，由吕平整理编辑《中国农谚》一书，该书1965年编
就，因文革的缘故，至1980年才由农业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完备的农谚资料集。 

古农书整理校释是本时期农史研究工作的重点，各有关研究单位都投入了主要的研究力量。整理农业遗产，首先要摸清家
底。1924年金陵大学农学院及金大图书馆毛雝、万国鼎等曾编辑出版了《中国农书目录汇编》，但过于简单。50年代，王
毓瑚受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委托编写《中国农学书录》（中华书局，1957年；农业出版社1964年修订版）其中收录农书
524种，作者根据大量资料对每种农书做出简明的评介。以整理校注《梦溪笔谈》蜚声中外的胡道静，根据上海人民出版社
的计划，全面辑集古农书的目录学资料，加上考证和按语，编成100多万字的《中国古农书总录》，可惜在文革期间全部丢
失。在校释古农书方面，这一时期工作最有成效的是西北农学院的石声汉。50年代末，他完成并出版了97万字的《齐民要
术今释》（1-4册，科学出版社，1957-1958年），这是我国用现代科学观点和方法整理古农书的第一部专著，在国内外学
术界产生巨大的影响。在校释《齐民要术》过程中，又完成了《氾胜之书今释》（科学出版社，1956年）和《四民月令校
注》（中华书局，1965年）两书的写作。接着，石氏编制了《中国农书系统图》和《中国古代重要农书内容演进表》，准
备对中国古农书作系统全面的整理研究。1965年完成了130万字的《农政全书校注》稿，并撰写了《中国农业遗产要略》、
《中国古代农书评介》、《徐衷南方草物状辑校》、《农桑辑要校注》等著作 。该室的有关成果还有夏纬瑛的《管子地员
篇校释》（中华书局，1958年）、《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农业出版社，1961年），辛树帜的《禹贡新解》（农业
出版社，1964年）。万国鼎领导的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写出版了《陈旉农书校注》（万国鼎著，农业出版社，1965
年）、《补农书研究》（陈恒力著，中华书局，1958年，农业出版社，1961年）等，并初步完成了《氾胜之书辑释》 、
《齐民要术校释》 、《四民月令辑释》 、《四时纂要校释》、《农桑经校注》等项工作。王毓瑚整理出版了《农桑衣食
撮要》（农业出版社，1962年）、《农圃便览》（中华书局，1957年）、《梭山农谱》（农业出版社，1960年）、《秦晋
农言》（中华书局，1957年）、《郡县农政》、《区种十种》（财政经济出版社，1955年）等古农书。胡道静从《永乐大
典》中辑出《种艺必用》（农业出版社，1963年）和《分门琐碎录》。这一时期，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开展，早已散失的
金泽文库本《齐民要术》、韩鄂《四时纂要》经影印从东邻日本又回到中国。科学出版社出版了《齐民要术》和《氾胜之
书》英文节译本，把这两本中国传统农学名著直接介绍到国外。  

农业科技史和农业生产史的专题研究亦已开展，研究涉及广泛的方面。辛树帜的《中国果树史研究》、谢成侠的《中国养
马史》、刘仙洲的《中国农业机械史》是其中比较重要的成果；张仲葛养猪史研究，邹树文的昆虫史研究，也具有开创
性。50年代末，农业遗产研究室根据农业部的指示编成《中国农学史》，该书以各个时代代表性农书或农业文献为骨干展
开论述，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农业科技史，它的出版获得国内外学术界的好评。 

本时期的农史研究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实证研究，其研究方法除一般史的研究方法外，最突出的是运用现代自然科学特
别是农业科学知识阐述古农书记载的事物，并以此研究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的发展。此外，还有两个值得一提特点：一是



把农书研究和该农书反映地区的实地调查结合起来，代表性的成果是陈恒力的《补农书研究》；二是有些农业科学工作者
用科学实验的方法对某些传统技术（如溲种法，韭菜籽新陈的鉴别等）进行检验。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研究以农书和其他农史资料的整理为重点，是正确的富有远见的决策，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为农史
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系统的农学史研究仍然是初步的。这一时期，史学界、经济史学界对历史上各个时代的
土地制度、农业经济做了许多研究，取得丰硕的成果。但史学界的研究和农史界的研究基本上是各自为战，两者还没有整
合起来。 

本时期党和政府对农史研究的重视对农史学科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农业史研究不但为现实农业发展提供借鉴，而且是爱
国主义的好教材。但过分地不适当地强调农史研究为现实政治服务也产生了流弊。例如，1958年大跃进时的浮夸风也刮到
了农史研究中，有的论著人为地拔高区田法的粮食产量，为粮食亩产放"卫星"提供"理论根据"，是值得记取的历史教训。
至于文革中用"儒法斗争"的框架去剪裁历史，把历史上的农家说成是"法家"，更是错误的政治对学术研究的干扰发展到极
致。 

在这里应该说明的是，为了在叙述中时间上的衔接，我们把1949到1978年划为一个阶段，实际上农史学科获得蓬勃发展的
只是在建国后的17年，这种发展势头，被1966年爆发的文革中断了，当时研究机构被撤销，研究队伍被解散，农史研究在
总体上陷于停顿。但不少学者仍在艰难的条件下坚持研究工作。这一时期发表的成果，最重要的是游修龄的《<齐民要术>
及其作者贾思勰》 ，包含了许多精彩的阐述。 

注释 

[1] 本文初稿承蒙游修龄、董恺忱、穆祥桐诸先生提出宝贵意见，特此致谢！又，本文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前贤对农史研究
的一些评述，如杨直民：《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化与农业科学技术史研究的蓬勃发展》，《农史研究》第7辑；张波：
《我国农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中国农史》1986年第1期；叶依能：《加强农史研究，更好地为农业现代化服务》，
《中国农史》1986年第1期，《农史研究》，载《中国农业科技工作四十年》，中国科技出版社，1989年；卜凤贤：《二十
世纪农业科技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年第5期等。 

[2] 在中国古代，"食"指食物生产，"货"指货币流通。从《史记·平准书》和《汉书·食货志》开始，中国历代正史中多
有"食货志"，是记述经济发展历史的专志，形成首尾相续的系列。中国古代政书《十通》（《通典》、《通志》、《文献
通考》及其后续著作共10本）中也有"食货门"，形成另一首尾相续的经济史记述系列。 
[3] 该4部著作文革后的80年代初才由农业出版社出版。 
[4] 万国鼎著，农业出版社1980年出版。 
[5] 初稿完成于文革前，文革后修改补充出版。 
[6] 缪启愉著，农业出版社1981年出版。 
[7] 两书均为石声汉选译，中英文对照，书名分别为"A preliminary survey of the book CHI MIN YAO SHU AN 
AGRICULTURAL ENCYCROPAEDIA OF THE 6th CENTURY"（107页）和"on FAN SHENCHIH SHU AN AGRICULTURISTIC BOOK OF 
CHINA WRITTEN IN THE FIRST CENTRY B.C. "（68页），科学出版社1958、1959年出版。  
[8] 该书稿成于"文革"之前，原名为《〈齐民要术〉的农业科学知识》，人民出版社已印出了校样，因"文革"开始而搁
置。"文革"中"评法批儒"时，人民日报革委会派人到作者所在单位浙江农业大学革委会，指出此书内容很好，但全属农业
科技，要求把贾思勰作为法家代表人物加以发挥，并用"浙江农业大学理论学习小组"的名义发表。在这种情况下，作者违
心地凑上了一些贾思勰是法家的思想内容。后来，作者曾自占一绝自省云："思勰原本是农家，为评儒法披法娑；穿靴带帽
费笔墨，始信不学水平差。"这是在那个荒唐的年代正常的科学研究被扭曲的一例。 

本文是2001年底在中日韩农史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刊载于《古今农业》2003年第3期。


